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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口筒形玉器是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典型器类，是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出
土数量最多的一类玉器，在海内外博物馆收藏的传世品中也颇为多见。这类玉器，虽然光素无纹，却用料甚大，掏大而长的中孔也甚费工费时，说明在当时是很受重视的一类玉器。①但关于这类玉器的功能，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臂饰或腕饰，有人认为是舀米的实用之器，有人将其定名为“箍形玉”、“玉箍形器”或“马蹄状玉箍”，认为是一种具有束发功能的玉箍。②2005年，郭大顺先生依照这类玉器自身的造型和形制，更其名为“斜口筒形玉器”。③2007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二十三号大墓内出土了与斜口筒形玉器形态相似的玉龟与玉龟形器，④便陆续有一些学者提出斜口筒形玉器的原型为龟壳的观点。郭大顺先生等还以此为据，说明龟在红山文化动物崇拜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和作用，以致出现了龟体、龟壳、简化龟壳（斜口筒形玉器）等不同形态同时使用的现象。⑤然而，我们在细致梳理了斜口筒形玉器的形制及其在墓葬中出土位置所显示的使用状况后，发现它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形器“形似而神不似”，并不是一回事，龟壳之说值得商榷。
　　新近出版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详细公布了牛河梁遗址十六个地点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遗迹和出土的遗物，其中也包括红山文化晚期出土斜口筒形玉器的所有墓葬的照片、线图以及这类器物的照片、线图和详尽的文字描述，为深入探讨斜口筒形玉器的功能提供了翔实的资料。⑥迄今为止，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共发现19件斜口筒形玉器（包括N2Z4M15∶5这件通体磨光的实心体斜口筒形玉器），分别出于16座墓葬之中。另有3件采集品。这22件斜口筒形玉器，在牛河梁各地点间的分布也不均衡，第二地点发现最多，有15件，其中一号冢8件（1件采集品经指认出于一号冢），四号冢7件；第十六地点其次，发现4件；第三地点出土1件；还有2件采集品出土地点不明。考古出土的19件斜口筒形玉器，出土位置清楚，有8件发现于墓内死者头部，9件放置于死者腰侧或手部以下。其中，N2Z1M25出土2件，一件枕于
头下（N2Z1M25∶3），另一件置于腰侧（N2Z1M25∶6）（图1）；N2Z4M15除了与N2Z1M25一样在头下、腰侧各发现一件外，还在死者足下发现了那件实心体斜口筒形玉器（N2Z4M15∶5）。而这类斜口筒形玉器在红山文化晚期各类墓葬中，既见于各积石冢的中心大墓，如牛河梁第三地点七号墓、第十六地点四号墓，但也有中心大墓不出的，如胡头沟一号墓，它更多见于随葬玉器的中、小型石棺墓。因此也有学者推测斜口筒形玉器并非红山文化晚期最高等级墓葬所必备，而是使用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一种器类。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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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对斜口筒形玉器的器形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器呈椭圆形筒状；分长面与短面，长短两面有程度不同的错位，形成一端大斜口而另一端为平口或近于平口的小斜口；平口径小于斜口径，形成平口一端小而斜口一端大；大斜口及平口（或小斜口）的边缘皆磨薄似刃；平口（或小斜口）一端边缘处，往往有对称双孔，个别为双缺口，有的还另在短面靠近平口（或小斜口）的一端钻单孔（图2）。⑧不过，仔细查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中每一件斜口筒形玉器的详细信息，发现其形制除了描述的这些特征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细节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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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的墓葬间很少具有明确的早晚层位关系，因而许多玉器器形的类型学研究往往难以深入，而其器形的早晚演变轨迹也尚未清晰。不过，下层积石冢墓葬出土的3件玉器，恰好全部都是斜口筒形玉器（N2Z4M8∶1、M9∶1与M16∶1），它们与上层积石冢墓葬出土的斜口筒形玉器间，器身长短、大斜口幅度大小、平口短长径等参数尚未发现明显变化的规律，但有一点形制上的区别以往却被我们漠视了。牛河梁下层积石冢墓葬出土的3件斜口筒形玉器在平口一端近边缘处，都没有发现对称的双孔（图3）。上层积石冢墓葬中，尽管也发现平口一端近边缘处没有钻孔的案例，如N2Z4M15∶4,但绝大多数都有双孔。因此，双孔的有无，可能是这类玉器早晚形制演变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变化。此外，斜口筒形玉器的形体尽管有长有短，大斜口幅度有大有小，但长面中部常略凹弧或平直。还有，斜口筒形器中N2Z4M15∶5这样实心体的形制。该器虽然在短面中部有一凹坑，影响取芯，但通体随形磨制抛光，又出于墓葬内，因而当是成器而非考古报告所称的半成品，而它的长面中部亦略凹弧（图4）。⑨这样的实心体斜口筒形器在红山文化中也并非孤例，内蒙古敖汉旗大甸乡大瓜翅也曾出土一件。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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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与玉龟形器，则分别见于87M4与07M23两座墓葬。87M4的玉龟由背甲、腹甲两部分组成，背甲上琢磨出背脊和龟纹，较为具象。出土时，背甲与腹甲之间夹着长方形的刻纹玉版（图5）。 07M23∶123玉龟与07M23∶125、07M23∶127玉龟形器出土时呈扇形位于墓葬中部相当于墓主人的腰腹部位，应为一套组合器物（图6），它们的形制也较为接近，都呈中空的扁圆筒状，腹腔内都放置有1-2枚玉签，但07M23∶123玉龟比其他两件玉龟形器稍稍具象些，在靠近腹甲的前后两端都琢出向内的凹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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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龟壳说的立足点，无不在于凌家滩07M23∶125、、07M23∶127这两件玉龟形器与前述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在形体方面的相似之处。然而，若仔细对比，虽然两者在形体方面呈现出一些相似之处，如都呈扁圆筒状；器身分长面与短面，长短两面有程度不同的错位，形成一端大斜口而另一端为平口（或近于平口的小斜口）的形状； 平口（或小斜口）一端有2-3个钻孔等。但在形制、出土位置和功能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⑴形制方面。斜口筒形玉器的大斜口都呈外侈状，长面中部多数略凹弧，钻孔基本位于平口一端近边缘处的两侧，其中下层积石冢墓葬出土的3件斜口筒形玉器上没有钻孔，N2Z4M15∶5则为实心体形制。这些形制特征都完全不同于凌家滩玉龟形器的长面圆弧、中部微弧凸、大小斜口均略内敛、3个钻孔位于长面近平口端的造型。尤其斜口筒形玉器长面中部常略凹弧的形制征，是龟所不具有的形体特征，这一点至关重要。⑵出土位置和功能方面。凌家滩玉龟与玉龟形器都出土在墓葬中部相当于墓主腰腹部的部位，07M23的三件呈现出明显的成套配伍关系。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中，绝大多数斜口筒形器为单件出土，只有牛河梁N2Z1M25随葬2件，N2Z4M15随葬3件，但难以看出彼此之间存在配伍关系。斜口筒形玉器约有一半出在头部，其余一半出在胸腹部或其他部位。
　　以上器物形制与出土位置的不同，应已反映出两者功能方面的差异与区别。而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的腹腔内，至今没有发现过刻纹玉版或玉签之类的组合配件，进一步显示它与凌家滩文化玉龟形器，在具体的使用方式与功能方面可能相去甚远。
    从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凌家滩遗址出土玉器与红山文化晚期玉器间的相似性，分别体现在器形、造型工艺及质料等多个方面。器形方面相似的有玉人、玉龟形器（斜口筒形玉器）、玉龙、玉鸟、双联玉璧、圆角方形玉璧、玉镯形器（玉箍）、丫形器、玉梳背（冠饰）、双首动物造型玉器等器类；造型工艺方面相似的有扁平玉器中孔以外的“肉”部穿孔、器缘逐渐变薄形成刃边、器内镂空以及器表的瓦沟状纹饰等特征；质料方面则都以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闪石玉（“真玉”）作为主选玉料，其中尤以若干相似的器形最为引人注目，显示出两文化间不同一般的关联。 不过，经过较为全面系统的对比梳理，不难发现，年代上有共存关系的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晚期，尽管玉器在器形与工艺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相似性与相同点，但除了玉镯、玉箍、圆角方形玉璧等极少部分器形表现为大同小异外，绝大多数器形与工艺都呈现出“似是而非”的特征。诚如朱乃诚先生所指出：“相同的玉器，仅是器类相同，细部特征有区别”，它们“只是大致相同，而不是完全相同”。 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与凌家滩玉龟形器间的相似性也不例外。至于造成这种“似是而非”相似性的原因，应该是错综复杂的，红山文化晚期与凌家滩文化交流与影响的，途径也存在着多种形式与多方面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凌家滩与红山：谁赴了谁的晚宴？》一文中详加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龟灵信仰在中国东部地区具有广泛性和悠久的传统，而黄淮地区为其重要源头。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多件公元前5000年前裴李岗文化的龟甲器。龟甲器由龟鳖的背甲与腹甲扣合而成，龟甲间还放置有小石子。 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大汶口文化早中期，是龟甲器更为流行的阶段。以龟甲器随葬的现象，集中见于鲁南、苏北地区的大汶口、王因、刘林和大墩子等大汶口文化墓地，迄今已发现了至少五十件以上的龟甲器，它们多出自随葬品较丰富的大中型墓葬，出土时多置于墓主腰腹部。 这些龟甲器多半也是龟背甲与腹甲共出，背甲上多穿孔，有的还涂朱。龟甲器里面多有若干小石子、骨针或骨锥。龟背甲头端往往钻有四个方形排列的孔，腹甲头端钻一个孔，又将腹甲的尾端切去一截。 除了龟甲器外，鲁中南、苏北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还出土一类用大型哺乳动物肢骨或象牙制成的骨牙雕筒，器形大多中空近圆形，两端孔径大小不一，器身上钻有2、4、6或10余个不等的钻孔，有些骨牙雕筒内还装有刻槽骨签。这些骨牙雕筒被认为与龟甲器存在着功能上的相关性。 很可能就是特意用骨牙材料仿制的龟甲器。
　　凌家滩玉龟与龟形器都出于墓主腰腹部位。87M4玉龟由背甲、腹甲两部分组成，背甲（87M4∶35）头端钻有四个方形排列的孔，腹甲（87M4∶29）头端钻一个孔，尾端齐平似被切去一截，背、腹甲之间夹着玉版，可能还有长条形的玉签，不仅钻孔、截切、腹腔内有包含物等细节合乎大汶口文化龟甲器的形制，而且在出土位置、功能用途方面也体现出与大汶口文化龟甲器的共性。07M23发现的一件玉龟（07M23∶123）与两件龟形器（ 0 7 M 2 3 ∶ 1 2 5 、07M23∶127）虽然是龟背甲、腹甲相连的形制，而且将背甲上的四个穿孔分别简化为2或3个（07M23∶123玉龟背甲上钻横向排列的2孔，腹甲上钻1孔，07M23∶125与07M23∶127龟形器背甲上横向钻3孔，腹甲上无孔），但在形制造型、钻孔截切、使用方式、出土位置等方面，仍明显反映出大汶口文化龟甲器的影响。因而，凌家滩文化的玉龟与玉龟形器，与大汶口文化的骨牙雕筒类似，应该直接导源于大汶口文化龟甲器，是凌家滩文化以玉料仿制大汶口文化龟甲器的特殊器类。
　　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__期存在着龟灵信仰，有目共睹。红山文化晚期出土龟形玉器较多，胡头沟一号墓收集2件，为一龟一鳖（M1∶6、7），牛河梁遗址出土5件，除N2Z1M21∶10为玉龟壳外，其余均为写实性的龟鳖（图7 ） 。 作为前期的考古学文化中没有表现出明显龟灵信仰的东北地区，这种信仰也很可能是受到黄淮地区尤其是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后，才逐渐形成的。但跟大汶口文化直接以龟背甲、腹甲扣合的龟甲器和用骨牙材料特意仿制的龟甲器、凌家滩文化以玉料仿制的龟甲器有所不同，红山文化晚期的龟灵，信仰似乎更喜欢以写实性的象生圆雕玉器来表达，牛河梁、胡头沟等遗址出土的具象写实的玉龟（鳖），便是例证。与此同时，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内都没有发现刻纹玉版或玉签等组合配件，出土位置除了胸腹部外还约有一半以上出在头部，显示出它与凌家滩玉龟形器间，在具体的使用方式与功能方面相去甚远。而形体方面的“似是而非”，如斜口外侈、长面中部向下凹弧、没有钻孔或钻孔位于平口端的两侧、长面的长度普遍为平口端长径的一倍左右（凌家滩玉龟形器平口端长径介于背甲与腹甲长度之间）、偶有实心体的形制（牛河梁N2Z4M15∶5）等，更是表明它们本质上为两类“貌似而神不似”、不大相干的玉器。
　　由此统观凌家滩与红山两文化的龟灵信仰，虽然都以玉器作为主要载体，但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色。凌家滩遗址与龟灵信仰有关的玉器造型都较为抽象，还与玉版、玉签等占卜道具一起组合使用，体现出鲜明的黄淮地区摇卦占卜的传统和特点。作为红山文化晚期龟灵信仰载体的玉器则注重具象写实，即使有N2Z1M21∶10这样的玉龟壳（图8），也不用于摇卦占卜，而更多地体现为“萨满”式巫术中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的神异动物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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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凌家滩玉龟与龟形器的出土，提示我们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可能是一种动物形玉器，那么牛河梁N2Z4M15∶5实心造型的斜口筒形玉器与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的3件蚕蛹形玉 、辽宁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出土的蝗虫形玉间的近似，则表明斜口筒形玉器应该是对蚕等昆虫蛹体躯壳的抽象表现（图9）。那斯台遗址出土的3件蚕蛹形玉，虽然形体尺寸与斜口筒形玉器相差颇大，但总体形制特征与斜口筒形玉器非常接近，如器身也呈椭圆形筒状；也分长面与短面，长面中间均略凹弧；也有一端的大斜口和另一端近于平口的小斜口，大斜口外侈明显；部分蚕蛹大、小斜口间有前后贯穿孔形成的腹腔，接近小斜口的两侧有横向穿孔。这些形制特征与斜口筒形玉器高度吻合，无疑暗示着两者异曲同工，应该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关联。蛹虫形玉在红山文化玉器占有重要地位，昆虫从蠕动的幼虫到作茧后变成蛹、又由蛹蜕壳羽化变成飞虫的生命周期，似乎给了红山文化先民关于生命体蜕变轮回的重要启迪。孙机先生曾认为红山文化玉猪龙是对昆虫卷曲蛹体的一种艺术表现。 因而，斜口筒形玉器可能正是寄托了红山文化先
民希望借助此类器物通过蜕壳羽化再次获取生命的期盼。它与凌家滩玉龟形器
“形似而神不似”，是两类取象与功能都迥然不同的动物形玉器。
　　动物与人的表现母题是中国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中甚为流行题材，在公元前4000年—前3000年间尤其盛行，称得上是蔚然成风的一股“时代风气”，猪、鸟、龟等许多动物和人的形象都成为这一时期各区系类型考古学文化出土器物中让人耳目一新的新气象，反映出此一时期人类丰富的精神文化追求与近似的思想、意识、观念和信仰。不过，在东部地区各区系类型考古学文化中，人与动物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载体有陶、玉、木、骨、牙等的区别，其中大汶口文化与崧泽文化主要以陶为载体（图10），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则主要以玉为载体。在这股利用不同材质的可视性载体、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将动物和人的形象艺术化的“时代风气”大背景下，相同的载体材质，使得跨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在表现同一动物母题时容易形成一些方面的相似性。凌家滩玉龟形器与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间的颇多相似性，也可能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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